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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新土耳其”论与
“土耳其模式”的危机∗

刘　 义

摘　 　 要：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土耳其未遂政变是中东变局以来的又一个高潮事件，其标志着

埃尔多安倡导的“新土耳其”论和“土耳其模式”同时陷入危机。 作为一种政治主张，

“新土耳其”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强势民主、活力经济和积极外交等思想主张，背后隐藏

的却是伊斯兰主义的回归，并被解释为对凯末尔主义传统的超越。 在国内层面，正义与

发展党连续数次选举成功后，伊斯兰民主逐步演化为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选举霸权；在

国际层面，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变动提升了土耳其扩张主义的野心。 在土耳其与大国

的新一轮博弈中，埃尔多安再次表现出反复无常的特性。 未来土耳其的政治走向已成

为影响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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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土耳其未遂政变是自 ２０１０ 年底中东变局以来的又一个高潮

事件。 曾被视为转型阿拉伯国家学习“样板”的“土耳其模式”近年来随着土耳其国

内政治动荡和安全局势持续恶化而遭受严重挫折，对地区及全球政治都带来了不同

程度的影响。
土耳其地跨欧亚大陆，拥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和民族文化。 在从帝国到共和国的

近代变革中，土耳其的现代化、民主化和亲西方立场使其迥异于其他中东伊斯兰国

家而成为一个例外。 当前，土耳其正面临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深刻矛盾，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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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一个分裂的国家。① 正义与发展党（ＡＫＰ，下文简称“正发党”）自 ２００２ 年执

政以来，在经济发展、民主改革、申请加入欧盟等方面成绩斐然。 正发党的成功引起

了学界关于“新土耳其”（Ｎｅｗ Ｔｕｒｋｅｙ）的再讨论，以区别于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推

行的凯末尔主义模式。② 然而，在经历了 ２００７ 年的总统选举和 ２０１１ 年的议会选举

后，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发党正逐步形成一种选举霸权。 ２０１０ 年底以来，席卷整

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众抗议浪潮以及阿拉伯国家转型使“土耳其模式”受到前所未有

的关注。 然而，从 ２０１３ 年伊斯坦布尔加济公园（Ｇｅｚｉ Ｐａｒｋ）的示威事件开始，埃尔多

安的威权统治不断受到挑战。 自 ２０１４ 年埃尔多安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

全民选举的总统以来，土耳其政治中的民粹主义逐渐走向顶峰。 叙利亚内战引发的

难民危机和地区恐怖主义抬头对土耳其国内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中东变局以来，
土耳其外交频频受挫，与邻国关系龃龉不断。 在近乎内外交困的格局下，土耳其国

内政治何去何从成为关乎中东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的重要议题。
将历史学与政治学相结合，通过追溯的方式探索当代问题的历史脉络，已成为

国际政治研究的新趋势。 本文以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年间正发党的连续执政为背景，集中探

讨“新土耳其”论和“土耳其模式”两个关键命题，分析和评述正发党的执政进程。

一、 “新土耳其”论的内涵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在历经从伊斯坦布尔市长到土耳其总理的漫长政治生涯后，雷杰

普·塔伊普·埃尔多安（Ｒｅｃｅｐ Ｔａｙｙｉｐ Ｅｒｄｏｇ̌ａｎ）成功当选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第

一位全民选举的总统。 埃尔多安当选土耳其总统被视为是“国民意志”的胜利，也成

为土耳其政治从议会制向总统制过渡的重要步骤。 土耳其总统的弱势地位被划分

为消极型和维持现状型，同其比较接近的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图尔古特·厄扎尔

（Ｔｕｒｇｕｔ Öｚａｌ）所代表的改革型总统，埃尔多安则被认为是建设型总统。 埃尔多安在

土耳其政坛上的持续性统治更多地被解读为一种“特殊现象”，即具有后凯末尔主

义、后西方、后威斯特伐利亚特征的“新土耳其”。 “通过创造一种新的实体政治和新

的政治单位以转化自身及所处的地区，土耳其也希望改变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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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以及相应地由西方制定的国际秩序。”①“新土耳其”意味着一种新的国家、新
的地区和新的全球秩序。 然而，这种政治模式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埃尔多安强烈的个

人色彩，同时也符合共和国成立以来土耳其政治变迁的基本模式，即个人魅力超越

政党政治。
埃尔多安当选为土耳其总统后，曾担任外交部长的艾赫迈特·达武特奥卢

（Ａｈｍｅｔ Ｄａｖｕｔｏｇ̌ｌｕ）接替其成为土耳其新总理。 达武特奥卢是正发党时期土耳其外

交政策的制定者，多维度外交、邻国零问题外交、制度行为体、国际合作、积极外交等

是当时土耳其外交的关键词。② 达武特奥卢被视作埃尔多安建设“新土耳其”的最佳

拍档，他的思维能力、适应技巧、工作态度都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最关键的是，达武

特奥卢甘愿充当埃尔多安强人政治的副手。③ 在埃尔多安当选土耳其总统的当月，
达武特奥卢对“新土耳其”的内涵作出了系统阐释，主要包括三个重要概念：强势民

主、活力经济和积极外交。 达武特奥卢认为，土耳其自近代以来经历了三次伟大复

兴，即坦齐马特改革（Ｔａｎｚｉｍａｔ）、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向民主制和多党制的转

变。 冷战后国际格局转变的时代背景为土耳其实现第四次伟大复兴提供了机遇。
“过去十年间，土耳其的国内政策强调深化民主，通过推行积极的经济政策巩固自身

实力，为制定外交政策提供了持续性的机制，这将促使土耳其实现复兴，成为积极参

与全球体系转型的代表。”④如果说埃尔多安是“新土耳其”论的形象代言人，那么具

有学术生涯背景的达武特奥卢则是“新土耳其”论的最佳诠释者。 然而，这对“最佳

拍档”背后的隐忧在于，达武特奥卢教授是否具有充当强人埃尔多安传声筒的持久

意愿。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Ｍｕｓｔａｆａ Ｋｅｍａｌ Ａｔａｔüｒｋ）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

在当时即被称为“新土耳其”，以区别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伊斯兰政权统治。⑤ 从本

质上看，埃尔多安时期“新土耳其”中的“新”，是对“旧”的回归和超越，即伊斯兰传

统和民主政治的结合。 然而，很快有学者对“新土耳其”论提出了质疑，其中的关键

问题在于，“新土耳其”是否比以通货膨胀、公债、低效率、腐败等为主要特征的“旧土

耳其”更民主”？ 在内政方面，军人势力的崛起给民选官员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在外

交方面，土耳其作为伊斯兰民主的代表在中东地区仍缺乏软实力方面的影响。 但

是，“新土耳其”论在内政外交上并没有太多新的变化。 相反，先前由军人主导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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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威权政治，如今只是被以多数专制和埃尔多安的霸权为基础的“新”形式所取

代。① 与此同时，达武特奥卢的个人品格和意识形态也广受争议，尤其是他能否与一

位强势总统开展良好的合作成为争议的焦点。②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在经过议会选举的艰难胜利以及同欧盟签订关于难民和自由签证

的交换协议后，达武特奥卢辞去总理和正发党主席的职务。 这一事件背后的原因，
无疑同达武特奥卢和总统埃尔多安之间深刻的矛盾与分歧密切相关。③ 同样作为

“新土耳其”论的重要奠基者和诠释者，阿卜杜拉·居尔（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Ｇüｌ）和达武特奥

卢的离职，使埃尔多安成为土耳其“唯一的领袖”。 这种权力的集中化和个人化已成

为“新土耳其”的一个顽疾。

二、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伊斯兰民主实践

２００２ 年，奉行温和伊斯兰主义的正发党赢得土耳其议会选举，开启了之后十余

年的连续执政。 正发党的执政被称为是伊斯兰与民主相结合的典范。 著名学者哈

坎·雅乌兹（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认为，“正发党的身份取决于它想掩饰的伊斯兰主义和想

公开奉行的保守民主制”④，两者之间既有结合，也有冲突。 雅乌兹从三个相互联系

的方面解释了土耳其的保守民主制：家庭观念（父权式的）、以奥斯曼历史为基础的

爱国主义（热爱穆斯林—土耳其国家）和虔敬（道德的来源）。 “保守民主制基于一种

关于土耳其民族作为理想模型的特殊理解，即逊尼派与土耳其民族的统一体，没有

文化和阶级的差异，同国家相一致。”⑤社会保守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是正发党奉行

的两大道路，这不但赢得了土耳其国内选民的支持，也得到了后“９·１１”时期西方政

治势力的赞扬。 土耳其作为政治伊斯兰的例外，成为了连接欧美和中东地区的桥梁。
正发党的成功首先归因于其推行的经济政策。 正发党执政时期，土耳其继承了

厄扎尔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然而，同厄扎尔自由放任经

济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加剧不同的是，正发党采取了严格的金融政策，使得经济增长

和社会保障得以双轮驱动。 在正发党执政的十多年间，土耳其的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保

持在 ６．５％左右，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高经济增长率；人均 ＧＤＰ 从 ３，４９２ 美元飙

升至 １０，５０４ 美元。 即便在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土耳其经济仍保持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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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ｍｅｒ Ｔａşｐｉｎａｒ， “Ｎｅｗ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 （１），” Ｔｏｄａｙｓ Ｚａｍａｎ， Ａｐｒｉｌ １３， ２０１４； Öｍｅｒ Ｔａşｐｉｎａｒ，
“Ｎｅｗ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 （２），” Ｔｏｄａｙｓ Ｚａｍａｎ， Ａｐｒｉｌ ２０， ２０１４．

Öｍｅｒ Ｔａşｐｉｎａｒ，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ｂｏｕｔ Ｄａｖｕｔｏｇ̌ｌｕ，” Ｔｏｄａｙｓ Ｚａｍａ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４， ２０１４．
“Ｄａｖｕｔｏｇ̌ｌｕ 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ａｓ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Ｍ， ＡＫＰ ｔｏ Ｈｏｌｄ Ｓｎａｐ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Ｍａｙ ５，

２０１６．
Ｍ．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ｕｓｌｉ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ｐ． ３．
Ｉｂｉｄ．， 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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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旺盛势头。 同时，土耳其对外来资金的依赖也大大降低，突出表现在土耳其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系的变化上。 土耳其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６４ 个借贷国家

中债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自 ２００２ 年始，土耳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了 ２３５ 亿

美元的债务。 至 ２０１３ 年，土耳其不仅偿清了所有债务，而且开始向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注资。 ２０１３ 年，土耳其成为世界第十七大经济体，并希望在 ２０２３ 年土耳其建国一

百年之际进入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之列。① ２０１５ 年，二十国（Ｇ２０）峰会在土耳其召开，
彰显了土耳其经济的国际影响。 简言之，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成为正发党执政合法

性最重要的基础。
加入欧盟是正发党执政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自 １９９９ 年获得欧盟候选成员

国身份后，土耳其于 ２００５ 年正式启动了加入欧盟的谈判。 申请入欧反过来推动了土

耳其国内民主政治的改革进程。 尽管土耳其的伊斯兰国家身份是加入欧盟的最大

障碍，但入盟谈判确实推动了一种以自由主义和公共参与为特征的新政治文化在土

耳其的兴起，②宪法的修改成为其中突出的例子。 土耳其目前的宪法是在 １９８０ 年政

变后由军人政府制定的。 ２００４ 年，土耳其议会通过了 ９ 条宪法修正案，包括确立性

别平等的宪法保障、取消所有关于罚款的条款、取消军队总司令任命高等教育委员

会成员的权利、取消国家安全法庭（Ｓｔａｔ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ｒｔ）等。 此次修宪最突出的一项

成果是，规定了在涉及基本人权和自由方面，国际公约可凌驾于国内法律之上。③

２００９ 年，正发党领导的政府开启了关于“向库尔德人开放（Ｋｕｒｄｉｓｈ Ｏｐｅｎｉｎｇ）”的讨

论，后改为“向民主开放（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Ｏｐｅｎｉｎｇ）”，之后又变为“国家统一和友爱工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被视为土耳其推行民主改革的另一大重要

措施。④

土耳其对伊斯兰与民主相结合的政治实践，成为“９·１１”事件后国际政治的一

个特殊案例。 在土耳其，这一政治实践表现为政治伊斯兰的双重转型，即以纳吉迈

廷·埃尔巴坎（Ｎｅｃｍｅｔｔｉｎ Ｅｒｂａｋａｎ）为代表的“民族观念（Ｍｉｌｌｉ Ｇöｒüş）”运动和以居伦

（Ｆｅｔｈｕｌｌａｈ Ｇüｌｅｎ）为代表的服务网络（Ｈｉｚｍｅｔ）的结合。 特别是二者在“文明对话”领
域开展的合作，使人们在全球话语中看到了伊斯兰政治的不同形象。⑤ 然而，“温和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ｒｄａｌ Ｔａｎａｓ Ｋａｒａｇöｌ，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 Ｄｅｃａｄ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Ｖｏｌ． １５， Ｎｏ． ４， ２０１３， ｐｐ． １１５－１２９．

关于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问题，参见 Ｍｉｒｅｌａ Ｂｏｇｄａｎｉ，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ＥＵ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Ｍｅｅ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２０１１； Ｉｏａｎｎｉｓ Ｎ． Ｇｒｉｇｏｒｉａｄｉｓ， Ｔ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９．

Ｖａｈａｐ Ｃｏşｋｕ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ｕｌ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Ｖｏｌ． １５， Ｎｏ． ４， ２０１３， ｐｐ． ９５－１１３．

Ｙıｌｍａｚ Ｅｎｓａｒｏｇ̌ｌｕ，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Ｖｏｌ． １５， Ｎｏ． ２，
２０１３， ｐｐ． ７－１７．

Ａｈｍｅｔ Ｔ． Ｋｕｒｕ，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Ｋ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Ｌｏｕｉｓ Ｊ． Ｃａｎｔｏｒｉ， Ｍａｒｃｉａ Ｋ． Ｈｅｒｍａ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Ｂ． Ｃａｐｅｓ， ｅｄｓ．，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ｅｅｄｓ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ｐ． １４０－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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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Ｍｕｓｌｉｍｓ）”与“公民伊斯兰（ｃｉｖｉｌ Ｉｓｌａｍ）”的论题，从一开始就带有

美国外交战略的含义，这无疑增添了国际势力介入的风险。① 果不其然，当土耳其和

美国在中东事务中发生利益冲突后，流亡美国的居伦被指控为美中央情报局（ＣＩＡ）
的代理人，其同正发党政府之间的对抗也日益加剧。 居伦势力与正发党的矛盾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期间达到顶峰，正发党政府直接将“居伦运动”定性

为恐怖组织。 伊斯兰民主似乎在一夜间转变为暴力与恐怖主义，土耳其从例外论回

到了政治伊斯兰的传统。

三、 正义与发展党的选举霸权

随着正发党日益确立其威权统治，民主制却被打上了工具主义和多数主义的标

签，成为土耳其政治发展的悖论，正发党因此形成了一种“选举霸权（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ｈｅｇｅｍ⁃
ｏｎｙ）”。 ２００７ 年正发党进入第二执政期后，土耳其政治出现了重要转折点。 有学者

指出，“正发党依靠‘选举霸权’控制了土耳其的议会、政府和总统，从而使权力在很

大程度上垄断于政党领袖手中，并导致早已千疮百孔的检察和制衡体系破产”②。 正

发党不仅没有严肃对待这一问题，反而进一步激化了这一问题。 具体来说，正发党

在第二任期的执政在三个方面出现了重要变化：一是从经济增长和善治向强势安全

导向的政治思维转变；二是从服务和改革导向的治理模式向群体利益和敌我对立的

政治模式转变；三是从包容性和接纳性的话语向狭隘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话语的转

变。③ 正发党的统治日益趋同于早期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政府，甚至被戏称为“宗教

凯末尔主义（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Ｋｅｍａｌｉｓｍ）”。
土耳其政治威权化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无论在政党层面还是政府层面，权力都

日益集中于埃尔多安个人手中。 因此，埃尔多安个人威权的加强，不仅意味着一党

专权，更意味着权力的个人化。 这种趋势符合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政治变迁的模

式，但在埃尔多安的任期内无疑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如果对比加入欧盟的民主化进

程和以普京为代表的俄罗斯强人政治，土耳其的这种趋势就体现得更加明显。 作为

正发党两大创始人之一并历任土耳其总理（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３ 年）、外交部长（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７
年）和总统（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４ 年）的阿卜杜拉·居尔，从跟埃尔多安“并驾齐驱”到“貌合

神离”，至最后退出土耳其政坛，无疑是埃尔多安权力个人化造成领导人分歧加剧的

典型表现，并为日后达武特奥卢的下台提供了前车之鉴。
居尔被认为是“新土耳其”论的重要缔造者，尤其是在理念和原则层面对“新土

·８·

①

②

③

刘义：《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公民伊斯兰理论与实践》，载《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８４－
９７ 页。

Ｅ． Ｆｕａｔ Ｋｅｙ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ｅｂｎｅｍ Ｇｕｍｕｓｃｕ，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４， ｐ． ５０．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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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模式做出了重要贡献。 居尔和埃尔多安都成名于埃尔巴坎领导的福利党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ａｒｔｙ， ＲＰ）时代。 在后福利党时期，居尔成为改革派的重要一员，其领导的

总部设在安卡拉的政治研究中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奠定了正发党的基本理

念，同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的显赫政绩形成了呼应。 相对于埃尔多安在广大民众

眼中克里斯玛型（ｃｈａｒｉｓｍａ）领导人的魅力，居尔更熟悉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规则，在行

为上也更加谨慎，被视为正发党的设计者。 最初，居尔和埃尔多安只被认为在性格

上存在不同。 然而，“在他的任期内，居尔的政治风格、经验、知识及其对土耳其的国

际愿景，同埃尔多安存在显著区别”①。 两人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任命了不同的顾

问集团，在提升土耳其国际地位方面出现了不同意见，对民主和社会公正的看法也

存在分歧。 在处理 ２０１３ 年加济公园示威活动和腐败案期间，居尔和埃尔多安的矛盾

日益凸显。 最终，在 ２０１４ 年埃尔多安成功当选总统后，居尔选择退出政坛。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埃尔多安的权力日益集中和个人化。 在 ２０１４ 年总统选

举前，埃尔多安的追随者专门撰写了一本歌颂他的小册子，主题为 “勇敢的心：新土

耳其之父（Ｔｈｅ Ｂｒａｖｅ Ｈｅａｒｔ： 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 ｏｆ Ｎｅｗ Ｔｕｒｋｅｙ）”。 正发党执政时期在经济

发展、政治民主、国际化、社会改革等领域的各项业绩，都被归结为埃尔多安的个人

成就。 为表达对埃尔多安的敬仰之情，作者还专门作了一首颂词：“他是诚实的，他
是勇敢的，他是骄傲的，他是荣耀的，他是充满情感的，他是激情的，他是富于机智

的，他是一贯的，他是自信的，他是宽容的，他是正派的，他是谦虚的，他始终相信，他
从不向非正义低头，他是劳动人民的激励者，他是穷人的父亲，重中之重是他热爱那

些因造物主而受造的。”②

埃尔多安作为克里斯玛型领导人是土耳其在世纪之交形成的“本土政治（ｖｅｒ⁃
ｎａｃｕｌａ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的产物，即“一种社区和价值中心的政治进程，尽管扎根于地方，却
能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团结在国家政治中”③，这同土耳其传统的世俗政治精英的

策略形成了强烈反差，其中不仅有正发党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成分，而且更多地依赖

于地方文化和个人间关系，以及借用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的功效。
埃尔多安的权力集中化也导致了围绕其个人统治而形成的政治分裂。 在土耳

其政坛，支持和反对埃尔多安的人分化为两大阵营，并延伸至社会的各个方面。 ２０１４
年埃尔多安竞选总统时，美国皮尤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４４％的土耳其民众满意

目前土耳其的发展方向，５１％不满意；５０％的土耳其民众认为目前土耳其经济状况良

好，４６％认为经济形势比较糟糕；４８％的土耳其民众认为埃尔多安给土耳其带来了积

·９·

①

②

③

Ｇｅｒａｌｄ ＭａｃＬｅａｎ，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Ｇü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ｕｒｋｅ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ｎｅｗｏｒｌ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 ｐ． ２８８．

Öｍｅｒ Ｇöｋｈａｎ Ｕｌｕｍ， Ｒｅｃｅｐ Ｔａｙｙｉｐ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Ｔｈｅ Ｂｒａｖｅ Ｈｅａｒｔ Ｔｈｅ Ｆａｔｈｅｒ ｏｆ Ｎｅｗ Ｔｕｒｋｅｙ，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Ｍ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ｔａｒ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４， ｐ． ３．

Ｊｅｎｎｙ Ｂ． Ｗｈｉｔｅ，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ｅａｔｔ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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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影响，也有 ４８％的土耳其民众认为埃尔多安带来了负面影响；４９％的土耳其人声称

支持 ２０１３ 年土耳其国内的反政府游行，特别是加济公园的示威活动，５５％的土耳其

人不认同埃尔多安对该事件的处理方式；６９％的土耳其人认为伊斯兰教在土耳其政

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其中 ４７％的土耳其人认为其影响是积极的，２６％的土耳其人认

为其影响较小。 可见，土耳其因埃尔多安个人而变成了一个“分裂的国家”。① 这种

分裂超越了土耳其传统的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义之争，以及因不同政党形成的立场

分歧，这是一种基于对领袖个人魅力的崇拜和诋毁而形成的政治分歧。

四、 土耳其的新奥斯曼主义外交

如果说“新土耳其”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仍限于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变化，那么

“土耳其模式”从一开始就是该国在国际舞台运用的外交工具。 在达武特奥卢的影

响下，正发党时期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呈现出强调和利用奥斯曼帝国传统的趋势。 近

年来，土耳其外交在加强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也相应地表现出向中东和中亚等地区

的扩张倾向，是同时包含了“泛伊斯兰主义（Ｐａｎ⁃Ｉｓｌａｍｉｓｍ）”和“泛突厥主义”倾向的

“新奥斯曼主义（ｎｅｏ⁃Ｏｔｔｏｍａｎｉｓｍ）”。② 土耳其这种带有明显扩张色彩的外交政策，
既是该国内政的延伸，又是对内政的呼应。

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以达武特奥卢的“战略

纵深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ｐｔｈ ）” 理 论 为 基 础， 以 “ 邻 国 零 问 题 （ Ｚｅｒ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外交为重要目标。 这一外交政策的基本观点在于，“欧亚大

陆及其周边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有着至为重要的地位，土耳其处于这一广大领土

的中心，具备独一无二的机会来扩张自身影响和创造战略纵深。 如此，它将确立自

己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并在创造新的全球机制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这一机制将更

符合不同文明或文化精神。 土耳其如今的外交政策同过去的外交政策相背离，其关

于地缘政治的诠释基于一个前提，即西方势力在巴尔干、中亚和中东的扩张不符合

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因此必须扭转这种状况”③。
达武特奥卢认为，奥斯曼的政治力量源于“认主独一（ ｔａｗｈｉｄ）”和“奉主神圣

（ ｔａｎｚｉｈ）”，这成为处理伊斯兰世界冲突的主要范式。 同时，他将此理论同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相对立，批评两者的理论主要服务于西方国家

在中东地区的扩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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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ｕｒｋｅ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ｏｎ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ｔｔｉ⁃
ｔｕｄ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Ｊｕｌｙ ３０， ２０１４．

Ｅｈｕｄ Ｒ． Ｔｏｌｅｄａｎｏ， “Ｓｏｍ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ｏ⁃Ｏｔｔｏｍａｎｉｓｍ，”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３，
Ｎｏ． １， ２０１３， ｐｐ． ８－１３．

Ａａｒｏｎ Ｓｔｅ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Ｎｅ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ａｖｕｔｏｇｌｕ ｔｈｅ ＡＫ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Ｌｏｎ⁃
ｄ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４，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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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年执政伊始，正发党实际上采取了多元主义的外交政策，结合了战略纵深

和现实主义政治①的某些因素。 在叙利亚、伊朗及海湾国家的问题上，土耳其选择尊

重现状，忽略这些国家在政治和民主制度方面的缺陷，而是强调开展对话和加强贸

易往来。 但在 ２００３ 年后的伊拉克大选中，土耳其选择支持具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

伊拉克伊斯兰党（ Ｉｒａｑｉ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ａｒｔｙ， ＩＩＰ）。 同时，正发党支持哈马斯在加沙地区的

领导地位。 总体而言，土耳其在该时期更多地是扮演调停者的角色。 在 ２０１０ 年底中

东变局发生以来，土耳其支持突尼斯、埃及和叙利亚等国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以及具

有穆兄会背景的伊斯兰势力。 西方国家则鼓吹阿拉伯国家应采取伊斯兰与民主相

结合的“土耳其模式”，试图在话语上影响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变革。 ２０１２ 年底至

２０１３ 年初，达武特奥卢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东地缘政治的论述，预言民族主义作为

中东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已经走向终结，伊斯兰政治力量将发挥重要作用。 ２０１２ 年叙

利亚内战升级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埃及军方罢黜民选总统穆尔西的事件，导致土耳其在中

东的影响力急剧下降。 但土耳其仍认为自己处于历史中的正确一方，批评西方国家

不负责任的态度，从而享受一种“珍贵的孤立（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②

土耳其的中东政策也导致其同西方盟友的分裂渐深。 美国批评土耳其没有对

美中东政策给予足够支持，而是在地区问题上采取独立或相反的外交政策，甚至批

评西方盟友，跟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交往，表现得“很不像一个北约盟国”。 土耳其

则认为，美国对土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缺乏“足够的敏感（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③

“邻国零问题”政策是近年来土耳其中东外交的战略转向，它无疑使得土耳其和美国

利益分歧加深。 即使在中东剧变中，相对于西方国家鼓吹“土耳其模式”的责任，土
耳其更在乎“中东社会如何看待一个在共和国历史上曾经背弃它们的国家的形

象”④。 尽管存在这一历史问题，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积极形象犹存，特别是其经济

快速稳健的增长、社会稳定、果断且灵活的外交政策、自由的社会氛围和有效的政治

改革仍是阿拉伯国家效仿的对象。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耳其和美国因各自的叙利

亚政策导致双方的分歧几近白热化。 “土耳其政府将叙利亚视为进入中东的门户，
奥巴马政府则将叙利亚看作其地区政策的关键。”⑤当人道主义危机演化为安全威

胁，甚至社会问题时，土耳其对美国的不信任也与日俱增，尤其是打击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令土美矛盾进一步激化。 土耳其将“伊斯兰国”组织视为各种问题叠加的综

合症，强调打击该极端组织需要综合施策。 美国则认为，“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不

同于叙利亚问题。 有分析指出，“奥巴马政府希望土耳其接受华盛顿的优先目标，却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正发党称之为 ｏｓｔｐｏｌｉｔｉｋ，意指西德在冷战时期与东德和解的外交政策。
Ａａｒｏｎ Ｓｔｅ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Ｎｅ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ｐ． 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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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ｐ． ８．
Ｉｂｉｄ．， ｐｐ． １５－１６．
Ｉｂｉｄ．， 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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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考虑土耳其的关切”①。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土耳其击落了一架在土叙边境飞行的俄罗斯战机，随即引发两国

“针锋相对的争论”，普京与埃尔多安之间也爆发了 “口水战”。 普京声称，“俄战机

被土击落事件是被恐怖主义的帮凶在背后捅了一刀”，警告称土方的行为将会带来

“严重后果”。 埃尔多安则表示，俄罗斯战机侵犯了土耳其的领空权，强调“每个人都

必须尊重土耳其保卫边境的权利”。 俄战机被土击落事件“仅仅是两国在叙利亚长

期斗争的最激烈的阶段”，“叙利亚危机终结了两个长期敌对和不信任的重要势力之

间的历史性和解”。② 土耳其随后的行为几近歇斯底里，常被解读为是向美国施压，
希望后者在叙利亚问题及中东事务上有更多的积极介入。 然而，土耳其的“疯狂行

动”非但没能奏效，却因俄罗斯的制裁导致土耳其经济利益蒙受严重损失。 不久，埃
尔多安又来了一个 １８０ 度的大反转，一方面同俄罗斯和解，一方面指控美国参与了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的军事政变。 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导致了土耳其在大国势力间的失信。
然而，中东政治的动荡远远超出了土耳其的想象。 特别是叙利亚内战的溢出效

应使土耳其陷入了一个无法抽身的泥潭。 对此，有学者指出：“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大

马士革，然后再从不同的方向反射回来。 经济和军事的援助从保护国和邻国流入叙

利亚，包括伊朗、俄罗斯、利比亚、沙特、卡塔尔及其他海湾国家，旨在决定一个宽松

的反对派联盟和阿萨德政权之间的冲突结果。 相反，这些外部支持可能会深化（叙
利亚）国内的既有矛盾，点燃逊尼派和什叶派更广泛的地区冲突，从而形塑中东的政

治地理。 从很多方面来讲，这是完美的‘圣战’，促使逊尼派和什叶派为争夺在伊斯

兰世界的主导地位而持续争战。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双方的极端分子之间的历史仇

恨在外溢，恐惧在扩散，并影响着政治情感和机会主义，东北至土耳其和伊拉克，西
至黎巴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南至约旦和阿拉伯海湾。”③

五、 “土耳其模式”的危机

叙利亚内战已成为左右近年来中东政治格局的关键变量。 其中，土耳其不仅是

叙利亚内战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受害者，而且这种关联效应也直接加剧了“土耳其模

式”的危机。 然而，“新土耳其”命题的重新提出和阐述，却几乎跟“土耳其模式”的危

机同步发生。 当埃尔多安的个人化统治在国内日益确立时，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和形

象却呈现下降趋势。 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伊斯兰和民主的悖论。 然而，在这些价

值命题的背后却体现出土耳其国内政治机制和国际政治格局更深层次的结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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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是“土耳其政治最漫长的一年”。 事实上，它并非始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而是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的加济公园示威事件；同样，该政治年度结束的时间也要更晚一些，
结束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的土耳其议会选举。① 在此次选举中，正发党 １３ 年来首次未能

形成一党领导的多数政府。② 尽管正发党在当年 １１ 月份重新胜选，但在过渡政府的

空档期内，却开启了土耳其政治急剧动荡的模式。 土耳其尽管加入了美国打击“伊
斯兰国”组织的反恐斗争，但同时却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应对库尔德工人党（ＰＫＫ）上。
地区和国内双重恐怖威胁引发了土耳其境内一系列暴恐事件的发生。③ 土耳其越来

越像一个中东国家，而不是之前中东国家向往的“模板国家”，这预示着“土耳其模

式”的危机。
学界首先从土耳其国内政治的逻辑来分析，即从伊斯兰民主到选举霸权的转变

历程审视“土耳其模式”危机的原因。 如厄莫尔·塔什皮纳尔（Öｍｅｒ Ｔａşｐｉｎａｒ）所言，
“土耳其民主模式不会因为伊斯兰教和世俗主义的冲突而走向终结；相反，真正的冲

突存在于选举民主和自由主义之间”。 埃尔多安存在将民主简化为选举的倾向，他
以民粹主义处理政治的方式是以牺牲个人权利和自由、独立媒体、三权分立为代价

的。 “在他（埃尔多安）的统治下，土耳其模式的兴衰成为非自由民主、弱势民主制度

和政治传统的神话。”④埃尔多安的统治表面上体现为选举民主，背后却是威权主义

和民粹主义的逻辑。 因此，随着民主的日益工具化，专制的倾向逐渐凸显。 这已不

再是伊斯兰教和世俗主义的问题，而是土耳其的政治文化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

看，埃尔多安的权力个人化体现了对凯末尔主义政权模式的延续。
也有学者作了更加深刻的反省，认为“土耳其模式”虽然实现于正发党治下，却

奠基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土耳其军政府时期，主张“土耳其模式”的诞生是新自由主

义经济政策和冷战政治的矛盾结合体。 １９６８ 年世界范围内的学生暴动和 １９７９ 年的

伊朗伊斯兰革命“在全球层面引起的动力、希望和恐惧过于丰富和激烈，以致中东当

时既有的方式和方法都不足以应对。 因此，必须通过创造性的方式来应对。 １９８０ 年

由凯南·埃夫伦（Ｋｅｎａｎ Ｅｖｒｅｎ）将军领导的土耳其军政府以及由厄扎尔领导土耳其

保守主义的温和伊斯兰化模式开启了土耳其政治新的篇章。 解除威胁的唯一方式

就是反动员。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土耳其政府承诺支持次一级的阶层，以针对世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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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①。
工人的反抗、库尔德人起义和伊朗革命被认为是三个最重要的目标。 “土耳其

模式”作为一种“消极革命（ｐａｓｓｉｖ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从一开始似乎就缺乏合理的社会基

础，因而表现为由具体政治利益催生的矛盾体。
如果我们对土耳其民主的历史进行简单回顾，便能发现它是土耳其政治社会更

深层次矛盾的深刻写照。 有学者指出，在土耳其社会，对凯末尔主义政权的反对“并
没有导致民主的进程，而是走向了新霸权的重组”②。 １９３８～１９５０ 年伊斯麦特·伊诺

努（ Ｉ·ｓｍｅｔ Ｉ·ｎöｎü）执政时期，土耳其政府的改革并没有保证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参

与、社会阶层的分化、自由言论的表达等；相反，改革却使土耳其政府体系独立于社

会，形成了专家、职业政客和军方的政治主导。 “在这一处境下，不仅官僚和职业政

客控制政治权力，而且质疑主导意识形态的群体也在狭隘的话语框架内如此行

事。”③这就促使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在参照同样的政治模式运作；无论谁上

台执政，政治体制都难以实现机制性的变革，反对派的产生和政党轮替并不能导致

民主机制的产生。
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学界关于土耳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特别是对凯末尔主义

传统的进一步反思。④ 从表面上看，土耳其的政治文化是以民族主义、共和主义、世
俗主义为特征，但实质上却是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军事主义的结合体。 土耳其政治

自凯末尔到埃尔多安的发展，体现了从世俗主义到伊斯兰主义的再次变迁；然而，其
中不变的却是威权政治、民粹主义和军人干政的传统。 从一种历史的“长时段”视角

来看，这甚至可以追溯至奥斯曼时期的政治传统。 同时，对“土耳其模式”的反思，必
须置于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考察。 有土耳其学者指出，中东变局以来土

耳其的中东政策体现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利益和价值在国际政治中的矛盾。⑤

“土耳其模式”的失效，反映了土耳其作为地区力量的尴尬地位———寻求自主和扩

张，却受限于更广泛的全球政治和大国势力。 土耳其的政策摇摆很大程度上是上述

两对矛盾角色的无奈结果。 当人们回顾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关于“国内和平、世界和

平（Ｐｅａｃｅ ａｔ Ｈｏｍｅ，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的政治遗产时，埃尔多安和达武特奥卢的谬误

立即昭然若揭。 土耳其要实现民族的再次复兴，实在有待更恰当、更理性的政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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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余论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的未遂军事政变将土耳其再次推向了国际政治的前沿。① 这场政变

是继 １９６０ 年、１９７１ 年、１９８０ 年以来土耳其发生的第四次暴力“军事政变”，如果算上

１９９７ 年的“后现代政变（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ｕｐ）”和 ２００７ 年的“软政变（ ｓｏｆｔ ｃｏｕｐ）”，土耳

其政治似乎难逃每十年一次的政治危机循环。 关于政变的原因，政界和学界存在诸

多猜测。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政变之后的政治清洗进一步强化了埃尔多安个人权力

的集中化。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相关部门早在政变数月前就预测到了土耳其再次爆

发军事政变的可能，并指出埃尔多安的威权政治是其中的关键原因之一。② 如果说

埃尔多安是此次政变的最大赢家，那么土耳其政治似乎正在走向另一个深渊。 这仿

佛一个仪式，宣告了“新土耳其”和“土耳其模式”同时陷入严重危机。 土耳其能否继

续曾经的经济神话尚不得而知，但伊斯兰与民主的结合似乎已被证明失败，土耳其

在地区和全球政治中的威信也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对中国来说，土耳其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国家。 然而，中土经贸关系

更多是竞争性而非互补性的；从政治角度讲，双方还存在冷战背景和相关民族问题

的矛盾；而最根本的问题则是双方因地理距离和文化差距而产生的不理解和不信

任。 埃尔多安主导下的土耳其政治反复无常的特征，在购买中国红旗导弹的问题上

也有充分体现。③ 土耳其以连接欧亚大陆的桥头堡和东西文化的交汇点而著称，然
而这种地缘优势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风险。 伊斯兰化倾向在土耳其政治中的增强，可
能为日益频繁的中土经贸往来注入不稳定因素。 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土耳其的外交

战略需要秉持更综合、更审慎的态度，在促进经贸关系的同时务必规避政治层面的

风险。 特别是中国需要提防在大国角逐格局下土耳其的利益权衡和政策选择，包括

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甚至是来自东亚地区的日韩势力。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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